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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民社会的兴起
*

———通过政治理解社会

刘建军 金美来

摘 要 如何理解中国社会? 这是中外政治分析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华文明的延续动力深藏于中国
社会之中。条理 －伦理 －机理相贯通的结构呈现出难得一见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这一结构在转型过程中不
失其本根，却又爆发出强劲的生命力。本文提出通过政治理解社会的思路。中国独特的有机政治、人口政治、
家国政治、生活政治为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思维坐标。以上四种取向的政治塑造
出中国独具一格的业民社会。业民社会确立了个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空间中的定位、责任、任务与使
命。与“公民社会”相对照的“业民社会”，是理解中国发展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公民社会”在“天赋人权”的
轨道上日益演化为一种政治竞技的话，那么“业民社会”则是在“天道酬勤”的轨道上不断释放着每一个人的
生命能量和丰富社会资源总量的积极行动。通过政治理解社会，在知识层面提供了一条政治分析的路径，在
价值层面提供了一种体认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思想资源。正是从“业民社会”这一范式出发，我们看到了
“人民城市”理念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城市不再是单纯的逐利场所，也不是骄傲的增长机器，而是展示社会主
义精神和积极的人生价值的开放平台和共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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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都是脱离不了与政治的关联，尤其

是国家诞生以后更是如此。政治是理解社会一个
重要向度。因为政治是影响和塑造社会的重要力
量。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决定政治，但并不排斥
政治对社会的反作用。政治与社会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两者难以分割。英国思想家洛克 ( John
Locke) 指出:“一个国家的成员是通过立法机关才
联合并团结成为一个协调的有机体的。立法机关
是给予国家以形态、生命和统一的灵魂; 分散的成

员因此才彼此发生相互的影响、同情和联系。所
以，当立法机关被破坏或解散的时候，随之而来的

是解体和消亡。立法机关是人民意志的保管
者。”①孙中山先生提出“人民有权、政府有能”。②

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改革的尺度。中
国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不是制造一个资产阶级，而是实现共同富裕。
1993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与其弟弟邓肯的谈
话中就已经说道:“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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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
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起来的问题还

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
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
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
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

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
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出问题。分
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

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
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

少。”③邓小平 1986 年 9 月 2 日在接受美国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迈克·华莱士
( Mike Wallace ) 的采访时，曾经非常坚定地说:
“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
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
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④此后，邓小平不啻
一次强调“中国不能产生新资产阶级”这一重要
命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国家力
量和政策工具抑制新资产阶级的产生与扩张，这

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战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
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⑤也就是说，国家的性质
是阶级性质决定的，但同时国家又是保卫阶级利

益的重要工具。以上论断和命题都包含着一个重
要的方法论: 通过“政治”理解“社会”。具体而
言，则包括通过政治保护社会、通过政治改造社
会，通过政治重塑社会，通过政治提升社会等多重

面向。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政治理解当代中国
“社会”呢? 这是政治学人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世界一个最为耀眼的事实，那就是中国

改革开放事业孕育出了任何一个国家在数量和规

模上都无法比拟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兴起印
证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小康社会
的胜利。与此同时，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兴
起也见证了习近平提出的“人民城市”这一理念
的强大生命力。
小康社会和人民城市，为我们走出惯常的

“公民社会”的判断，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也
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普遍性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历史

性契机。当大多数人尤其是西方学者在不停追
问: 为什么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没有导致西

方式公民社会的诞生? 为什么城市中产阶层的崛

起没有导致西方式民主化的启动? 为什么在政治

学界广为人知的“李普塞特命题( Lipset Hypothe-
sis) ”或“李普塞特假设”在中国失去了效力?⑥到
底中国城市社会包含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在回答

以上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揭开西方公民

社会的真相。
现代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张最锐利、最自豪的

精神武器就是“公民社会”理论。公民社会来源
于英文的“civil society”。在中文中，“civil socie-
ty”有四种译法: 一是文明社会，二是民间社会，三
是市民社会，四是公民社会。目前学术界普遍使
用的译法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作为被人为
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它到底是指向何物? 人们

在创造这一概念的时候，对它赋予了怎样的价值

内涵和政治目的? 以上两个问题是理解公民社会

的关键所在。要想回答以上两个问题，必须要追
根求源，弄清楚“civil society”在西方世界中的产
生与流变。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公民社会”在西方世界

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内涵。它既是一个历
史的概念，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个人、不同
的文化背景下，其内涵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

对立的。概括来讲，“civil society”至少有如下几
种代表性内涵。

1．与自然社会相对应的“文明社会”。亚里
士多德⑦和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⑧就将
“civil society”等同于“文明社会”，这显然是与人
类文明初始时期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即对人类

摆脱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一种概括与说明。
这一传统被后来的洛克、康德( Immanuel Kant) 、
卢梭( Jean － Jacques Ｒousseau) 等人继承下来。例
如，洛克就将“civil society”等同于“公民或政治社
会”，这一“公民或政治社会”是建立在私人财产
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处于奴隶状态、没有财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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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属于公民社会。⑨因为公民社会的建立目
的在于保护个人财产。康德将公民社会看做是宪
政国家⑩，卢梭也将公民社会视为国家。瑏瑡在这种
传统中，我们非但丝毫看不到公民社会是与国家

相对立的独立领域，反而看到公民社会就是政治

社会，公民社会等于国家。在这里，公民社会本身
就是城邦、国家的代名词，是指一个社会团体发展
到一定程度并脱离野蛮状态的产物和结果，它是

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一种文明形态。
2．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私人领域”。公民
社会脱离国家而成为一个自主领域，这代表了一

种新型传统的形成。亚当·弗格森( Adam Fergu-
son) 是这一传统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公民社会是
从国家分离出来的自主领域。公民社会的发展反
映了人性的进步，即从简单的、以部落为江湖的军
事主义社会发展成为复杂的商业社会。瑏瑢这一传
统被后来的黑格尔( G． W． Friedrich Hegel) 、马克
思等人所继承。在 19 世纪，黑格尔在弗格森的基
础上，明确将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区分开来。公
民社会是代表私人利益的领域，国家是代表普遍

利益的领域。瑏瑣马克思曾经在《论犹太人问题》中
指出:“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
己的顶点，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

完成。基督教将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
论的东西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

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

中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

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

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瑏瑤原子式的个人要能
够产生，并且构成市民社会，就必须使得一切血缘

的、半血缘的，伦理的、半伦理的，宗法的、半宗法
的关系彻底解体，只有到这时才能说产生原子式

的个人，从而市民社会方得以成立。瑏瑥可见，黑格
尔和马克思都推翻了以前对公民社会所赋予的政

治内涵和道德内涵。尤其是，马克思干脆将“civil
society”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它代表了一种按
照自身法则运行而不受法律要求和政治团体伦理

影响的经济秩序。这一传统被 20 世纪 80 年代的
中国学者所继承，它迎合了当时市场经济发展初

期的某些要求，即将“civil society”视为是从计划

经济国家体系中所释放出来的市场领域，它与国

家是并行共存的两大领域。
3．制约、监督国家权力的“独立领域”。在二
战之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以后，随着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西方学者开始创立关

于公民社会的第三种传统。即将公民社会视为真
实的、建立在非正式社会团结基础之上的一种社
会形态。这一界定完全颠覆了黑格尔传统，赋予
了公民社会以极强的政治内涵。在这里出现了公
民社会的两种“亚形态”: 公民社会 I 与公民社会
II。公民社会 I 来源于以斯密( Adam Smith) 为代
表的苏格兰学派，即民主政体通过嵌入到由公民

社团构成的紧密联系中得到有效的保护。公民社
会 II则认为自治的自我组织群体，能够产生替代
性的公共领域，并以此限制国家权力。公民社会 I
滋生了以帕特南( Ｒobert D． Putnam) 提出的社会
资本理论，公民社会 II 则滋生出了社会抗争理
论、民主转型理论等各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范式。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学者逐渐摆脱黑格尔、马
克思式的公民社会理论，对公民社会给予了浓重

的政治青睐，赋予了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就是以公

民社会 II 作为经典蓝本的。西方学者将拉丁美
洲和东欧公民社会的兴起视为其民主转型的直接

动力。但历史证明，强大的公民社会或许会导致
民众群体的碎片化，并使之形成许多敌对派别，从

而增加了产生公共暴力的风险。西方国家在这一
点上已吃过大亏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尔曼
( Sheri Berman) 对于公民社会在魏玛共和国的作
用进行了详细分析。她认为，在 20 世纪 20 － 30
年代德国的公民社会，社团生活非常活跃，几乎每

个人都属于职业或文化组织，而这恰恰被认为是

公民社会的支柱。但是，这些活跃的公民社团不
但没有能够强化民主和自由价值，反而颠覆了民

主和自由价值。主要原因是德国的政治制度十分
薄弱，没能满足市民组织的要求，这使得市民将目

光转移到民族主义甚至纳粹身上。最后恰恰是公
民社会的密切网络促使了纳粹的成立。瑏瑦可见，西
方人所颂扬的公民社会并不是天然的自由和民主

的基础。
4．作为与国家合作的“公民社会”和作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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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控制手段的“公民社会”。如果说公民社会作
为与自然社会相对应的“文明社会”、与政治国家
相对应的“私人领域”、制约、监督国家权力的“独
立领域”等三重界定，具有或多或少的修辞意味，
在创造概念上做文章的话，那么作为与国家合作

的“公民社会”和作为国家控制手段的“公民社
会”可以说是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事
实上，制约、监督国家权力的“独立领域”往往是
在作为西方国家输出民主的时候经常被使用。在
其国内，资产阶级国家更加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

的合作性以及作为国家控制机器之构成部件的公

民社会。特别是国家依靠基金会体制、政教合作
体制、舆论控制体制以及政府作为后台的社会组
织体制，完成了对社会的无形控制。而以上要素
恰恰就是公民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公民社会不
过是这一国家控制体系的代名词而已。如果公民
社会的行动超出了国家控制体系的范围，垄断暴

力的国家机器就迅速登场了。所以，就连西方学
者也不得不承认，独立于国家不是公民社会的唯

一标准。德国埃森 －杜伊斯堡大学教授托马斯·
海贝勒( Thomas Heberer) 认为，独立于国家这一
条件远远不能成为公民社会的唯一标准。为了实
现共同的发展目标———比如中国的“四个现代
化”或者“和谐社会”，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
的共同合作、协调是绝对必要的。他还指出，民主
化不等于公民社会，也不是在民主化后就会产生

公民社会。它需要在此之前就形成有助于公民社
会发展的结构。为此，公民社会的结构一定不能
与国家结构相对立，双方可以相互补充，并以这种

方式促进社会稳定。瑏瑧可见，公民社会绝不是具有
单一的面孔，它作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资产阶级统治得以确
立的过程中，公民社会更多的是作为国家的合作

者、作为国家控制体系的外围要素这一面目出现
的。若将公民社会简单的界定为国家权力的制约
者，显然有悖于历史事实。其实，公民社会更多的
是作为人为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

同的内涵。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公
民社会”的内涵极其模糊、在诸多重大问题上都
显得模棱两可、飘忽不定。在“唯一真”使命的驱

动下，输出西式民主———“政治市场化”的代名
词———推动非西方国家的“民主转型”是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的固有秉性。这一秉性在今天非但没
有消失反而日渐强化。在推动苏联东欧、中东北
非的“民主转型”中，公民社会就成为西方国家得
以利用的最好的政治符号。反观历史，我们发现，
只有当西方国家输出西式民主的时候，他们才会

特别强调公民社会的独立性、监督性和制约性。
而在其国内，公民社会往往被赋予更多的道德属

性、合作责任和法律内涵。对外强调公民社会的
政治性，对内强调公民社会的建设性，是西方国家

巧妙处理“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政治技巧。
所以，当西方人一直在追问中国经过四十多

年的改革开放为什么没有孕育出西方式的“公民
社会”的时候，我们不仅也要问，中国的社会建设
为什么孕育出了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另外
一种形态?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建设开辟出了一条

不同于西方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道路和模式? 这

里面肯定涉及到社会基本单元的根本差异、社会
观念的根本差异、个人与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关
系的根本差异等多重因素。如果说西方的“公民
社会”是其独特的政治传统、经济制度和文化观
念孕育出来的，那么中国也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孕

育出了自身的社会形态。简单地追问为什么中国
社会建设没有孕育出西方式的公民社会，就如同

追问为什么西方在后现代轨道上的社会转型没有

孕育出东方式的情感社会、伊斯兰世界的宗教社
会一样，这都是带有独断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的追
问。任何社会形态的合理性都取决于与其自身发
展进程相适应的程度，而不是取决于模仿他者和

追随他者的程度。本文提出的“业民社会”的范
式，正是摆脱或者超越西方公民社会范式的重要

尝试。这是见证了我们沿着“通过政治理解社
会”的路径试图提出突破性、原创性和超越性理
论判断和基本命题的努力。

二、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绝不是彰显研究技巧的

职业化生存策略，更不是宣扬知识霸权的傲慢行

为，而是接近真理、颂扬人类和社会关怀的积极行

4

2021 年第 2 期



动。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
社会科学所推崇的“变量语言”( Variable lan-
guage) 乃是对完整的社会事实与文明世界的肢解
与阉割。本文提出的“通过政治理解社会”的路
径就是这一积极行动的展示。因此，通过政治理
解中国社会，有其可以遵循的特定方法。我们认
为，有三种方法尤为重要。
一是历史分析法。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

续版。历史分析法是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政治体
系的重要方法。尤其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
传统和源头，是历史分析法的关键。美国的许多
村庄和城市是通过购买土地得以产生的。市场源
头决定了它现在的治理模式。中国的村庄和城市
不是在市场中通过购买诞生出来的。很多村庄是
家族迁徙和自然群居孕育出来的，诸多城市基于

国家的安全治理和经济开发诞生出来的。可见，
历史源头的差别直接导致了其治理模式的不同。
忽视历史的源头，我们就无法理解当代政治体系

之间的差异性。
二是国际比较法。比较是知识的发动机。国

际比较法有助于保证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的理性

与冷静，通过对象之间的对比可以达到一种澄明

与通透。需要注意的是，要用国际比较法不能采
取听风就是雨的态度。譬如众多西方学者简单得
出结论为有的国家民主转型会成功而有的国家民

主转型会失败。他们理解的民主只有成功与失败
的两种可能。这种解释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
彩，难以做到客观中性。实际上，国际比较法要求
的是将心比心的态度。国际比较法不是像西方学
者说的那样简单。国际比较法要求我们带有同情
去理解，进入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之中，设身处

地的理解一个国家治理模式赖以存在的理由和

基础。
三是介入研究法。介入研究法就是要求我们

要走进现实的治理过程之中。研究中国政治不能
简单的依靠调查公司制造出来的数据。数据尽管
是重要的，但不能将冰冷的数据处理替代真正的

研究，换言之，能够量化的研究未必是科学的研

究。尤其是一些调查公司制造的数据本身就是有
问题的，如果我们再将这些有问题的数据作为研

究的前提，除了能够制造论文泡沫以外难以发现

任何价值。以调查公司制造出来的数据为蓝本的
研究，使学术研究成为蜕变为一种职业化生存策

略，蜕变为一种所谓学术期刊论文的制造工作。
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和阿道尔诺( Theodor
W． Adorno) 曾经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而批判文
化产业化现象。瑏瑨作为学术人目前我们值得忧虑
的是，对量化的执着会导致“学术产业化”。介入
研究法要求我们走进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和经济

生活之中，走进家庭和企业之中，去体味中国前所

未有的历史变化。如果能够将数据处理和介入体
验结合起来，那就是比较完美的研究了。这类似
于王国维先生开启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
生认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
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
正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瑏瑩王国维将
考古发现的史料和古史书相结合以考证古史的研

究方法，即是 1925 年王国维自己命名的“二重证
据法”。试想一下，仅仅靠调查公司制造的一些
数据库，将中国政治研究简单的概括为西方学术

界关注的几个变量，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吗? 这

乃是天方夜谭、异想天开之举。
通过政治理解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坐标。这

一坐标就是由三个维度组合而成的: 一是组织化，

二是制度化，三是现代化。这三个维度延展而成
的轴线组合成为我们通过政治理解中国社会的坐

标。组织化的背后逻辑是治理能量的开发和聚
合，制度化的背后逻辑是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巩固，

现代化的背后逻辑是历史使命和价值目标的设

定。当代中国依靠组织化结束了孙中山先生所说
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瑐瑠，且拥有了迈向未来
的领导力量。依靠制度化形成了贯通上下左右的
制度体系和程序线路。依靠现代化为中国的政治
发展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和价

值指向。

三、有机政治

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不是单一要素塑造和孕育

出来的。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是在开放性、包容性
的轨道上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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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有三个来源，即传统因素、苏联
因素与西方因素。首先，中国政治传统的孕育是
最首要的。中国绵延已久的政治制度保持了中国
的政治传统。大一统、中央集权、郡县国家瑐瑡，都
已经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有机构

成要素。很多文明都表现出对大一统的渴望，然
而，往往是客观形势不利或人力所不能及，自然导

致大一统难以实现。如在吉本( Edward Gibbon)
对罗马帝国衰亡的研究中，他提出的“衰亡”命题
本身就是出于对文明不稳定的恐惧。瑐瑢欧洲人至
今似乎还没有从罗马帝国衰亡的恐惧中解脱出

来。印度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之上的统一的政治体
系，这得益于国家力量对种姓制度的保护。没有
种姓制度，就没有印度。“印度国父”贾瓦哈拉
尔·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虽然领导改革印度
教、从法律上取消种姓制度，但他一直认同以种姓
为基础的印度文化的连续性。瑐瑣这同样是对文明
连续性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捍卫与保护。可以说，
种姓制度已近成为印度迈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
正如有学者所断言的: 种姓在印度是废除不了的。
废除种姓的尝试是过去政治上进行的最危险的行

动之一。作为一种宗教组织，种姓将灭亡，作为一
个社会组织，它将存在下去并获得发展。瑐瑤基于这
样一种比较的视野，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大一

统，就没有中国。其次，当代中国政治与苏联有着
密切的关联。来自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建国经验影
响着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构建。这是一个极为重
要的源头。其中，政治组织尤其是政党组织、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等等，都已经巧妙地融合到了当代

中国政治体系的构建之中。最后，来自西方的代
议民主、人民民主等重要政治思想资源和制度资
源，也被充分地吸收到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构

建和运行过程之中。可以说，纵观全球，未曾有某
一种政治体系像当代中国政治体系这样，拥有如

此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既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
的博大胸襟，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独特品格。
它与基督教世界追求“唯一真”的“民主政体”和
伊斯兰世界追求政教合一的神权政体是截然不

同的。
古代中国有着灿烂的政治发明与政治创造。

文官制度、常备军制度、中央集权制度等，都是古
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政治发明与政治创造。当代中
国政治体系也是如今全球最为重要的政治创造。
创造主体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民，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治智慧，创造出了一种与

超长历史、超大型社会和超大型国家相匹配的政
治体系瑐瑥。没有这一政治创造，就没有中国的现
代化，更没有中国现代化伟业的成功。
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不是板块式、机械式、反映

不同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三权分立，也不是神高

国低的政教合一政权，而是一种有机政治。有机
政治的背后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合成，一种政治

创造，一种政治发明。首先，政治的有机性就体现
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之
中。推而广之，有机政治作为一种原则也渗透到
政党、国家、社会与市场中的相互结合和相互支持
之中。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这不是一种“社会
结晶体”，而是一种“社会有机体”。正是有机政
治才塑造出了弹性化的治理模式，而不是西方各

种结构性边界异常清晰的刚性化治理模式。下文
所说的基于关联主义的业民社会和基于理性主义

的职业社会，也从中西不同的治理模式中孕生出

来，呈现出中西泾渭分明的差异和对照。因此，我
们可以说，有机性的捍卫与发扬则使当代中国政

治文明充满活力。反之，有机性的破裂和遗忘则
使当代中国政治文明陷入无序和危机。总之，有
机政治为人民以及每一个个体确立了在整个政治

体系的定位，与此同时，有机政治也为人民政治能

量和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奠定了充足的空间。本
文提出的“业民社会”就是在这一宏大的有机性
的政治体系中孕育生长出来的。

四、人口政治

自从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

先指出人口计划的必要性以来瑐瑦，人口历来是政

治问题。历史证明，人口的急剧变化掀起了政治
社会的巨大转变。在 14 世纪欧洲，鼠疫夺走了当
时三分之一的人口，突出了劳动力缺乏问题，农奴

作为劳动力其发言权自然提高，结果促进了自耕

农的兴起及庄园制的解体。在 18 世纪中国，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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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闻的人口大膨胀而产生了缺粮、劳动力过
多等问题，从此各种民变频繁发起，晚清的国力逐

渐衰弱。人口变化与社会变革可以视为互为因
果。有时候某种社会变化会导致人口的增或减，
有时候某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口的

增或减。无论何因何果，伴随着社会变化必然出
现更新更多的需求。政治必须面对社会情境的变
化而回应各种需求。政治稳定与政治动荡取决于
国家对主要变化的政策回应能力。因而与人口增
减直接相关的生育问题很难被认为完全属于私人

领域，自古以来生育问题总是寓于国家的管理之

中。不同国家的政府按照国情采取恰合时宜的人
口对策。在 1953 年的韩国，为了增强国力以与北
朝鲜竞争，实施严禁堕胎的政策。在 1966 年的罗
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 Nicolae Ceausescu) 的指令
下施行了同样的政策。在 1982 年的中国为了控
制人口增长，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
可见，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复杂性是解读政治

的“冷酷变量”。但是人口政治一直是被传统政
治学所忽视的一个领域。主要是因为，人口变化
的趋势根据各国情况均有所不同，从而人口变化

本是长期进行的过程，难以把握人口学与政治学

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关于人口结构变化而它
对政治影响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止步不前。瑐瑧

如果基于人口结构形成的国情去理解中外政

治，我们可以发现跨越价值判断、规范性的思路。
例如，如果美国人口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十亿，那么

它的自由持枪制度可否持续? 它一向标榜的小政

府大社会能否维持? 它所捍卫的第一原则或首位

原则，即自由原则还有这么大的声势吗? 在中国，

有近 94%的人口居住在 40%的国土面积上，以黑
河腾冲为界的“胡焕庸线”成为中国人口聚集的
重要分界线。我们试想一下，将胡焕庸线以东的
人口移动到胡焕庸线以西，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

是否发生改变? 拿城市来说，上海目前有近 2500
万人，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市区，而法国巴黎市区只

有 200 万人，整个巴黎地区也不过 1200 万人; 美
国纽约市( 包括郊区) 的人口也只有 1800 万人。
而与中国北京上海最相似的亚洲超大型城市日本

东京，其市区人口也不过 1385 万 8725 人( 2019

年 2 月 1 日) 。总之，将人口视为影响政治社会的
主要因素———将人口当作引起政治变化与社会现
象的主要议题，这就是传统政治学一向漠不关心

的分支学科———人口政治学。即人口与粮食、居
住、安全、生态、环保等关系的一门学问。人口的
生老病死，人口的社会保障，人口与土地的关系，

人口规模与治理成本的关系，都属于人口政治学

的研究范畴。
从人口政治学的视角出发，世界上唯一能与

中国有比较价值的国家就是印度。印度依靠于宗
教、种姓、族群制度将 13 亿人口锁定在一个互相
隔绝的刚性结构之中。因此，印度带给世界的印
象就是“无管理的公共秩序”( public order without
management) 、历史上此起彼伏的“语言替代”( re-
placement of language) 以及残酷的肤色分层、种姓
分层等。基于刚性结构的社会制度是难以建立跨
族群、跨地域交往的通用语言。可以说，中国在高
度流动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秩序，印度是在相对静

止的社会中保持一种秩序。孰难孰易，不言而喻。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政治是比人口治理更加

宏观的概念。如上文已述的关于针对人口增减国
家实施强制力的政治决策及措施属于人口治理，

是指国家对人口的制度措施以及管理。福柯( Mi-
chel Foucault) 在《安全、领土与人口》里提出的
“生命—权力”( bio － power) 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人
类 /人口的治理机制。国家对整个人类———不是
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经过出生、死亡、生育、疾病的
种的存在———行使的权力指称“生命—权力”。
福柯指出，在 18 世纪，国家以人口统计学的发明
为起点，将人口当成被统治对象，通过人口政策的

细致机制构建了国家权力( 对人和家庭) 介入

点。瑐瑨宽泛而言，人口治理可属于人口政治。但人
口治理并不等于人口政治。本文所说的人口政治
不同于福科所说的人口治理。福柯的人口治理等
同于国家对身体的控制权。我们所说的人口政治
可以被理解为人口与社会资源总量的比例关系。
如果像印度那样，把庞大的人口锁定在刚性的种

姓制度之中，是不需要充足的社会资源总量作为

支撑的。一旦把庞大的人口数量纳入到现代化的
轨道上去，把庞大人口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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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人口规模、人口流动、人口就业相匹配的政策
与制度。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把庞大人口纳
入到现代化轨道上来的国家。基于此，通过人口
政治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就成为不可忽视的一

个向度。正是在现代化轨道上奔驰的中国人，依
靠自身的勤奋、努力和肯干，在广阔的经济空间中
推动了社会资源总量的增升。庞大的人口与丰富
的社会资源总量形成了恰当的比例关系。以家
业、事业、学业、志业为追求的中国人，在人口政治
和个体发展的有机结合中，释放出了人生的能量。
“人口政治”所缔造的人生内涵和人生价值在后
文将阐述的“生活政治”框架中获得了一种新的
发展与新的阐释。在这里我们要明确的是，特殊
的人口政治情境特征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

策选择。中国如果不奉行“人民中心主义”的导
向，最终只能导致贫富分化以及大规模的结构性

对立、结构性对抗和结构性冲突。像印度那样依
靠传统制度作为抵挡现代化冲击的残酷代价在中

国定没有任何可行空间的，同样，完全把现代化动

力诉诸于个人市场能力的道路选择也不符合中国

的人口政治特征。人口政治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
从政治理解制定何种政策、选择何种政策工具的
通道。

五、家国政治

《大学》开篇就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贯通古今的人
生八条目。本来是一个由内到外、由心到形的人
生线路。但是，越往后来，往往是“外”掩盖了
“内”，“形”压倒了“心”。没有了“内”，丧失了
“心”，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原点和基点也就不
存在了。习近平所强调的源头治理的效能就无法
释放出来了。所以，八条目说明中国社会生成的
机理是以个体修养为原点逐渐向外扩展的。这种
机理孕育出了一种关联主义的身心结构、知行结
构、群己结构与家国结构。这四重结构背后的灵
魂与精神就是家国情怀。人不仅要处理行为与心
智、个体与自然的关系，还要处理自我与小家、个
体与社群的关系，更要处理个人与国家及其所在

的群体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拥有

与他人、与社群、与国家相处的“认知工具”。认
知工具的使命就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人文

建构。这是一个社会迈向善治的原始基础。我们
在本文提出的“业民社会”，实际上就是这一贯通
古今的八条目与现代化要素有机结合的产物。修
身是一个人的志业，齐家是一个人的家业，治国平

天下是一个人追随我党所要成就的大业。受制于
能力不同，一个人可以将其“业”推至不同的边界
和范围。但无论是“大业”还是“小业”，它们都是
服从于人生价值和生命价值的展开这一总体目

标的。
Country、State和 Nation 被翻译成“国家”，直

接反应了中国人对国家的本土理解。《孟子·离
娄章句上》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这一论断是中国对政治共同体的最佳
诠释。从国到家和从家到国这两条线路，在中国
是同时并存的。这显然不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的二元划分。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单元不是个
人，而是家庭。中国古人所颂扬的家国一体观念
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起点与基础。在当
代中国，家与国的关系虽然不是古代的机械同构，

但也不是绝对的互相隔离。著名学者梁鹤年先生
认为，有两组基因共同构建成西方文明的文化基

因，一是“唯一”与“真”的组合，二是“人”与“个
人”的组合。这两组基因是系于一体的。在较早
登场的理性主义中，“人”是包括个人或人人，可
称人的主义( Humanism) 。而在稍晚出现的经验
主义中，“人”的概念窄化为“个人主义”( Individ-
ualism) ，也就是仅仅指个人而已。西方文明追求
唯我独尊、排他性的秩序。自从西方资本主义世
界崛起之后，他们就企图为全世界的人定制普洛

克路斯忒斯之床( Procrustean bed) 。这与其文化
基因中的“唯一真”不谋而合，也就是说，西方人
的排他性和扩张性是由“唯一真”扩展出的结果。
西方世界在唯一真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输出

“西式民主”可以与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相提并
论。至此，个人主义与“唯一真”开始产生关联。
但以“分”为中心的文化逻辑也为人的性格分裂
和西方文明危机埋下伏笔。关于这种以“分”为
基本格调的轨迹，梁鹤年先生非常深刻地指出: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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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义的笛卡尔以“我”为主体，以别于“世界”
( 客体) ，开启了现代西方主 /我、客 /他二元的世
界观，创出个人的理念。这个二元世界有两个层
面: 我与外界、我的思想与我的身体。随后，经验
主义的洛克将个人的意识建立在经验上: 个人像

块白板，通过经验和教育而成形。这定义出个人
自由与权利、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性契约关系，
并开启盎格鲁 －萨克逊式的个人主义———一种在
道德、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强调个人价值的意识形
态。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将支配西方文明的轨
迹。瑐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是因为围绕个人主
义的文化内涵，西方文明在近代大放异彩，但同

样，造成西方文明终将走向困境的根源也恰恰是

因为个人主义。在个人意识无限膨胀的轨道上衍
生出来的追求私利和自由竞争不仅创造出具有异

化性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使西方世界

走上资本化和私利化的不归之路。西方社会治理
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因为个人主义的泛滥，导致

了社区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终结。而帕特南描
写的“独自打保龄球”十分应景的反映出西方社
会基层共同体衰亡的现象。以至于有学者喊出了
“太多的权利、太少的责任”( too many rights，too
few responsibilities) 这样的呼声。以极端个人主
义为信仰的西方“使徒”将任何权威认定为潜在
的“威权”，他们极力反对合法性、民主化的调控
以及实质性的公共权威。瑑瑠社区精神的衰落标志
着西方个人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困境。帕特南提出
的社会资本理论试图填补由黏连资本( bonding
capital) 消失后留下的理论真空。基于志愿组织
的关联资本( bridging capital) 和基于横向连接的
共同利益，可以超于在不同社区和网络之间形成

的基于阶层、种族和其他异质性差别。此外，基于
纵向关系而形成的联结资本可以使得个人从社会

经济发展的正式制度中获取资源。瑑瑡但是，从西方
国家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的应对策略中，
他们短期内还无法走出个人主义所缔造的碎片化

陷阱。就像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对美国政治体系所作的批评那样: 危险的
东西并不是现实的专制控制，而是碎片化———人
民越来越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并落实它。碎片

化发生在人们越来越原子主义地看待自己之时，

换句话讲，人们越来越少地认为自己与其同胞结

合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里。他们实际上可能感到
与别人结合的共同事业中，但这些事业更多的时

小群体而不是整个社会: 例如，一个局部共同体、
一个少数族裔、某个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徒们、某
个特殊利益的促进者们。近几十年中，美国政治
过程越来越多的精力转移到司法复议( judicial re-
view) 过程中。与司法复议掺杂在一起，美国人的
精力被引进利益政治或鼓吹政治之中。人民将自
己投入单议题的运动之中，狂热地为他们喜爱地

事业而忙碌。瑑瑢西方政治尤其时美国政治已经陷
入这样一种泥潭: 任何人、任何群体都在试图将
“自身合理性”( 如同性恋、吸毒等) 的东西转化为
“集体合法性”的东西。个人主义的无限泛滥、权
利主义的狂飙突进，将西方政治拖入到了支离破

碎的轨道之中。西方政治体系已经无法容纳这恣
意妄为的社会了。这是西方政治困境的社会
根源。
与之相反，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区治理并未

脱离家国一体主义的文化基因。习近平对中国的
“文化基因”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提出“使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
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瑑瑣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和文
化体现了中国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
并在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世代相传，而其中

的核心内容也已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中国人民在培养自身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
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独特标识。换句话说，尽管中
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体系从未犹豫以开

放的胸怀和态度吸收了诸多优秀的外部因素，但

它本身是中国的“文化基因”酝酿出来的。如果
说西方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植根于两种文化基

因———“唯一真”“泛人———个人”———得以在制
度、文化、政策和法律中得以展现，那么中国社会
治理和国家治理则是基于“合一—道”“家—国”
这两个文化基因重新出现并继续进入文化、制度、
政策和法律中。每个文明都有追求真理、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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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但是通往真理的途径却不尽相同。
中国人到达真理彼岸的途径是“天下定于

一”，“阴阳合于一”“天地合于一”“天下合于
一”，西方追求抽象和排他的“唯一”，而中国追求
包容和综合的“合一”。从这个起源出发，包含万
物的同一性表现为一种“大道”，而各种利益的统
一性表现为一种“群道”。王蒙提出了一个探求
中国政治依据的关键概念，即“合道性”。我们认
为这是与西方合法性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它对

于理解中国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王蒙认
为，古代中国，更多强调的是权力的“合道性”。
什么叫合道性? 就是说君王、朝廷、邦国有道，有
章法、有理念、有是非、有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
业，共享太平盛世。无道，则国无宁日，人心乖戾，
民不聊生，大难临头。瑑瑤著名政治学者王绍光已经
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将政体与政道视为中西政

治分析的重要差别。瑑瑥运用政体思维必然会将非
西方世界的治理模式视为异端。因为政体思维天
然地诉诸于“合法性”这一概念工具。一旦运用
这一概念，就有挥之不去的困惑与不解。以研究
中国问题见长的美国学者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运用合法性这一概念解读中国政治模式
时，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发展之间的非对称性也一

筹莫展。她在《中国问题》一书的开篇第一章“中
国共产主义政权是合法的吗”最后一段煞费苦心
地这样写道: 如果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继续拥有一

些历史合法性的残余，那么它将处于被目前治理

实践所消耗殆尽的危险之中。但是，没有任何确
证迹象表明这个威权主义政体会立刻丧失其合法

性; 唯一的确定性证据就在于它自身的毁灭。瑑瑦这
样的居心叵测的诅咒无疑更加暴露了她内心的无

奈、焦虑和挣扎。西方人将他们信奉的终极依据
叫做“真”，中国人将自身信奉的终极依据叫做
“道”。“合一—道”奉行的是包容差异性、即求同
存异的秩序。而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并管
理秩序则是“唯一—真”的外在化。在求同存异
的基础上展示“大道”与“群道”，这是“合一—道”
的外在化。个人—泛人追求的是以个人为起源、
以平等为逻辑命题，个人超越集体的机会主义的

制度安排，家—国的关系追求的则是将小我与大

我合成一体的整体主义的制度安排。个人主义的
治理传统强调个人领域和外部领域的并立，而家

国理论则强调个人、群体、国家这一链条形成的多
种要素和多重领域的关联与整合。不理解家国关
系就无法理解中国政治，就像不理解政教关系就

无从理解西方政治一样。家国同构与政教同构在
中西文明演进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尽管
现在严格意义上的家国同构和政教同构已不复存

在，但家国同理、政教同理的传统还是延续下来
了。有国才有家、家为国之本在中国社会结构中
依然稳固。所以，我们说家国理论是理解当代中
国政治的元理论，家国情怀是支撑当代中国超大

型社会的精神纽带。

六、生活政治

我们只有将中国的社会转型置于近代以来的

宏大叙事的构建之中，才能真切感受到中国社会

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叙事不是简单的讲故事。叙
事的实质在于正当性的建构。近代以来，有五种
叙事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是“五四”运动开
启的启蒙叙事。这是对自由主义最为重要的话语
表达。在启蒙叙事看来，“五四”运动唤醒了人们
的权利意识，将人从“吃人”的礼教中解放出来。
这是人之诞生的纪元。第二是革命叙事。例如，
中国共产党就创造了对“五四”运动的另外一种
解释权。这就是通过革命叙事完成对“五四”运
动的诠释———“五四”运动不是启蒙运动，而是爱
国的革命行动。革命叙事的基础在于重新解读中
国社会，创造人们的阶级意识。正是革命叙事为
中国社会的大规模改造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

知识资源。因为借助革命叙事，中国共产党完成
了其他政治力量都没有完成的历史观重建这一重

大使命。第三是现代化叙事。洋务运动可视为现
代化叙事的早期表达。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
现代化叙事的最为集中的体现。第四是文化保守
主义叙事。该叙事分布于以保文化为使命的知识
群体之中，它将所有的启蒙、革命都视为是对中国
文化精神的反动。新儒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
保守主义的政治宣言。在以上四种叙事之外，以
改善人民生活为指向的改革开放，也在释放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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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种叙事，那就是第五种叙事: 生活叙事。随着
房权社会和物权社会的成型，生活叙事逐渐占据

人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位置。习近平说: “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
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

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
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
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
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
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
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

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

同富裕的道路。”瑑瑧习近平的这段论述就是对生活
叙事的一种政治阐释。其最终指向是人民，是人
民中心主义的集中表达。
西方的古典政治学可以被界定为“政体政治

学”，西方的现代政治学可以被界定为“国家政治
学”。政体政治学尽管指向的是善的政治生活，
但是这里的政治生活是带有古典政治属性的，是

服从于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或城邦动物这一命题要

求的。故在古典政治学视野中的生活是未经过经
济染指而纯粹透明的公共生活。现代政治学被锁
定在现代国家的领地之内，将丰富多彩的市民生

活留给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马克思所断言的人
类经过政治解放之后，在政治领域中实现平等的

同时，则将不平等留在了市民社会之中。在这里，
已经预设了政治与生活的分离。现代政治学之所
以专注于国家权力，就是因为生活的非国家化、非
政治化。但是，在我们对现代政治学所鄙视的生
活场景中，我们发现了完全不同于国家政治但又

与国家政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生活政治领域。
在这个特殊的生活政治领域中，尽管没有大规模

的阶级对抗，但是一个简单的生活议题可能会被

引爆为国家政治动荡的前奏。也就是说，专注于
公共权力、阶级政治、大人物政治的国家政治学，
实际上是处于弥散性的生活政治的包围之中的。
生活政治既是在生活场域中价值的协商性分

配，又是生活场域中生命价值和共同体价值的呈

现，更是个体与国家相关联、将生命价值推至它所
能达到的界线的积极行动。这与戴维·伊斯顿
( David Easton) 所说的政治就是“价值的权威性分
配”瑑瑨是完全不同的。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说
过:“掌握着最高权力的人民应该亲自做他们能
做好的一切事情，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则应交由执

行人去做。”瑑瑩这里已经暗含着共同体政治与恩格
斯诉说的日益与大众相脱离的国家政治的区别

了。当生活场域一旦被纳入到政治学的视野且被
赋予特殊的政治内涵之后，生活政治学作为一门

亚学科也就有应运而生的可能了。生活政治有三
重规定性: ( 1) 作为低政治的生活政治( politics of
life as low politics) ; ( 2 ) 作为弱政治的生活政治
( politics of life as weak politics) ; ( 3 ) 作为小政治
的生活政治( politics of life as little politics) 。尽管
是低政治、弱政治、小政治，但生活政治的出场恰
恰为美好生活的营造、基层协商民主的孕育提供
了广厚的土壤。可见，生活政治学是一种回归真
实世界的政治知识。在传统的政治知识中，几乎
所有概念都是基于特殊的目的制造出来。但生活
政治却是指向真实的生活场域的，指向一个个真

实的生命的。
政治学中一直盛行二元论的传统，这是以

“一分为二”这一哲学工具为基础的。例如私人
与国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与社会、上层
阶级与下层阶级、专制与民主等等。这样的二元
划分都是人为的，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因而带

有很强的建构性和目的性。我们在理解中国社会
的构成时，不能陷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分

框架而被困住。关联主义的社会生成机理直接导
致了中国社会注重从个体向外部的道德扩展。所
以，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立体社会( 即阶层社会

或阶级社会) 的水平社会。在这个水平社会中，
个体身心的关联、个体知行的关联、个体与家庭的
关联，家庭与社区的关联，社区与国家的关联，成

为将不同要素串联在一起的联结机制。而我们所
关注的生活政治学，则是直接指向人的真实的生

活世界。例如，一个人是基于与什么样的人沟通
而形成他的交往世界? 一个人是基于什么样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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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和责任而确立他在生活场景中的角色? 是逍遥

者还是参与者? 是抗争者还是支持者? 是消极破

坏者还是积极行动者? 我们试图通过介入研究

法，将一个人真实的生活世界呈现出来，从而揭示

生活世界中的政治密码。
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 Ｒ． W． Emerson) 曾

经讲过: 以爱为基础的秩序是不牢靠的。瑒瑠这种信
条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美国人。资本主义法权社会
成就了以法律为中心的秩序。然而，过于强调法
律却导致了帕特南所说的“社会资本”不断流失
的现象。因之可以说，爱默生犯了一个错误，缺乏
以爱为基础的秩序才是不可靠的。当面对推崇家
庭、社群、集体的中国社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依靠
情感、互助、关系建构起来的秩序正处于成长和扩
展的过程之中。难以否定的事实是，市场逻辑并
未破坏中国固有的社群秩序。中国社区中关系资
源、情感资源、互助资源和沟通资源的不断发展和
巩固，为复杂的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物权社会、网
络社会和风险社会的治理奠定了深厚的基层根

基，同时也促进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转型。我们可以用“有温度的社区”来解
释其所有秘密。熟人社区、互助社区、关联社区、
温情社区等概念均可成为揭示有温暖社区的不同

维度。
市场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

疏离。这种以商品为媒介，以货币为媒介的关系
实际上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转化为交易。这是资
本主义逻辑的必然后果。但是，市场化不能吞噬
人类活动的所有空间。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活
困境的根源。社区的性质，无论是作为生活单位
还是作为治理单位，都不能等同于市场规则。甚
至我们可以说，基于自私自利的经济人( economic
man) 、私有物权和个人主义的所有经济原理都与
生活政治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首先要摆脱
私有物权—公共物权、私有财产—公共财产、个人
主义—集体主义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克服这一
二分法之后，我们在社区中发现，公与私两极之间

生长出的相邻物权、社会财产、关联主义等蕴含着
社区温度的“公共空间”。这正是有温度的社区、
温情化的生活政治得以成立和扩展的基础。从

“一分为二”到“一分为三”，这既是哲学观的革
命，也是生命观的革新。有温度的社区，使人们放
开事物的束缚，重新回归真正的关系状态。温情
化的生活政治其本质在于关系资本、情感资本、黏
连资本的培育和积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
情感交流和内聚强化就是生活政治的真谛。
在中国，社区作为生活政治的典型场域，它不

是简单扩大的个体，而是“扩大的家庭”。所以，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之重要组成部件的社区治理，

则不能脱离恢复社会关系、缔造社会联结、培育社
会资本、提高精神密度、催升社区温度、展示社区
风度这一底线。换言之，社区乃是一有温度、有温
情、有温暖、有风度的善治空间。改革开放四十年
来，中国的社区治理一直在坚守这道底线。这是
中国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秘密所在。我们为什
么要坚守这道底线? 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

基于我们对人之属性的认识。马克思在《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瑒瑡社会关系是由多重维度的关
系组合而成的。现代人的行动空间和身份认同兼
具私人性、社群性和国家性三种存在状态。人的
社群性原理说明人不仅是自然人、家庭人、职业
人、政治人，更是社区人。社区人是对人之社群性
这一属性的外在表达。社区人恰好说明了人与其
生活的社区的紧密关联。如果我们将这道关联开
发出来，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资源供给

将这道关联固化下来，那么我们中国社会治理的

基石也就确立了。将家业、学业、产业等有形标识
嵌入到事业、志业这一价值标识之中的业民就是
在这一生活政治场域中成长起来的。

七、“业民社会”的兴起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社会建设非

但没有掉入公民社会的陷阱，反而塑造出了一种

有别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另外一种形态，我们将它

称之为“业民社会”。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的“业
民社会”? 我们觉得应该在中国的有机政治、人
口政治、家国政治和生活政治的视野中来理解。
与以上四重政治形态相适应，中国人对生命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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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特的内涵。即生命的真谛不是关注外在的抽
象命题，如自由、人格、权利、界限等排他性、区隔
性的命题( 尽管有很多人表达出对这些命题的迷

恋，但其生活依然是按照中国文化的法则展开

的) ，而是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在人生历程中的展

开，在社会空间、政治空间以及其他交往空间中的
延伸。即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构建个体行动与家
庭、社会、国家的关联。换言之，抽象政治学将人
替换为概念或意识形态的奴隶，生命政治学将人

视为有血有肉、在社会关联中确定自身定位的活
生生的人。这就是我们理解业民社会的基础。中
国人崇尚的家国情怀，就是业民社会赖以确立的

价值根基。以往的政治学研究过于看重从人身上
抽离出的如权利、自由、言论、民主等概念，以及由
此建构的所谓民主化理论或者公民社会理论。结
果，忽视人、家庭、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尤其
是忽视人从幼儿到老年这一生命过程的不同人生

目标与追求，从而将我们这个社会压缩为一个脱

离情感、脱离家庭、脱离共同体的公民社会、权利
社会、职业社会。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政
治解放的成就，也是它自身难以克服的桎梏和

危机。
那么如何解释“业”? 我们可以在梁漱溟先

生所说的“士农工商、职业分途”中得到一定的启
示。瑒瑢这一表述不仅包括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
的影子，还蕴涵不同于神权政治中的“上帝子民
社会”的映像。中国人理解的“业”不是涂尔干
( Emile Durkheim) 所说的基于社会分工而形成的
现代意义的“职业”，也不是上帝赋予的“圣业”，
而是事业。以职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很有可能走
向自身难以克服的失范瑒瑣，以圣业为基础的社会

必然走向集体癫狂。那么，什么叫事业呢? 《易
经·系辞》曰: “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可以说，中国人理解的“业”不单纯是获取收益的
实用之业。而是与家庭、国家相关联的生命之业，
包含着个体、家庭、社会多重维度的生活行动和事
业行动。儒家学说崇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就是“业”价值的扩展线路和扩展范围。它可
以是小业，也可以是大业。小业成于家，中业成于
群，大业成于国。“业”又不是韦伯所吹嘘的“天

职”( Calling) 瑒瑤，而是颇有主观能动性的因人而起
的产物。“业”可以在佛教中找到其根由。达摩
祖师在《悟性论》曰: “人能造业，业不能造人; 人
若造业，业与人俱生; 人若不造业，业与人俱灭。
是知业由人造，人由业生。人若不造业，即业无由
生人也。”其意是说，无论是善业还是恶业，造业
靠于人之所为。“业”的精髓不是让人服膺于外
在的权利，也不是皈依于外在的上帝，而是内在于

人的生活和责任之中。
中国人置家业，干事业，创产业，购房业，求学

业。中国的“业民”在不同的轨道上塑造着区别
于西方“公民”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公民社会”
在“天赋人权”的轨道上日益演化为一种政治竞
技的话，那么“业民社会”则是在“天道酬勤”的轨
道上不断释放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能量和丰富社会

资源总量的积极行动。中国政治学者徐勇认为中
国是“祖赋人权”，与西方“天赋人权”相对应。瑒瑥

我们认为与西方“天赋人权”相对应的不是“祖赋
人权”，而是“天道酬勤”。“天道酬勤”的“勤”与
“天赋人权”的“权”如何不同? 韩愈在《进学解》
中提出“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说
明业系于勤。“勤”可以说是一个人为己“业”竭
尽所能的努力。天赋人权的“权”是与生俱来的
自然权( natural right) ，与人的后天的选择和努力
毫无关系。“天赋人权”的“天”也有别于“天道酬
勤”的“天”。虽然两者皆是意指超越性的存在，
但却具有不同的含义。“天赋人权”的“天”是
“赋”于人的，主持世界的绝对力量。这样的天可
称之为“神”。“天道酬勤”的“天”是“酬”于人
的，主宰世界的宏观伦理。这样的天可称之为
“道”。

“天赋人权”是西方社会赖以立足的先验信
条。这一信条既是与基督教决裂的产物，也是与
基督教嫁接的结果。通过外在的理念世界和抽象
法则来理解人间世界，是西方文明永恒的传统。
这也是西方人以此来改造非西方世界的利器与资

源。但是，“未知生焉知死”却是中国文明赖以立
足的生命基础。中国人不是借助外部世界来理解
生命，而是在生活之中理解生命。这直接导致了
中国不是在“天赋人权”的轨道上而是在“天道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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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的轨道上演绎着生命的精彩，勾画生命的灿
烂与价值。在中国文化中，“无业游民( Lumpen) ”
不仅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位置，也为社会所不屑。
由此，中国人历来不想做无业游民，更不想凭借权

利获取公共资源的恩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对
无业游民有天然的排斥。依靠抽象的天赋权利获
取公共资源的恩惠不符合中国人的生命哲学。西
方人将“天赋人权”嫁接到个体生活中，甚至将中
国文化所排斥的无业游民视为“有资格的穷
人”。瑒瑦“资格”不过是对领取福利在修辞上的辩
护和美化而已。
值得强调的是，当代中国塑造出来的“业民

社会”摒弃了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的等级性。
其实，与传统日本的“役”比较而言，可以洞悉中
国的“业”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在古代日本，
“村”( むら) 是“家 ( いえ) ”的集体。什么是
“家”? 家是具备特定知识及技术的专业人员形
成的私人群体。在古代日本，社会上的高层才能
拥有特定的家务而代代世袭。日本的根深蒂固的
家业文化起源于此。例如，万世一继的天皇家历
来担任的是与上天沟通、祭祀的“家”。天皇家拥
有的三种神器———八咫镜、八尺琼曲玉、草薙
剑———就是执行家务的工具。从德川时代开始，
普通老百姓也构成各有各的“家”。以“家”为单
位分成“职( しき) ”，基于“职”形成了在“士农工
商”添加贱民的身份等级结构，每个“职”被国家
赋予一定的“役( やく) ”。可以说，“役”是以家为
单位形成的各个“职”应该负责的社会义务( social
duty) 。在这样的背景下，难以谈起社会的流动性
及开放性，各个社会阶层自然带有保守性及封闭

性。各自尽忠职守、各负其责即是最大的美德，失
职而给他人添麻烦便是最大的耻辱。瑒瑧在 1868 年
随着明治维新推行，日本政府决定废掉封建身份

制度。令人意外的是，对此抵抗最强烈的竟然是
平民阶层。他们怕没了自己的“役”就失去自己
的名誉而被同等于更下层的贱民。在日本，到目
前为止仍然流行世袭政治，而且，极低的投票率证

明，相当多的民众根本没将政治视为自己的事情。
实际上，不仅对政治如此，日本人从来最忌讳“好
管闲事”，习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可以说，

这种习惯来自于以“役”为代表的日本人的内化
规则。当代日本的个人主义、隐蔽青年问题可能
就是这种传统的产物。在“役”观念的拘束下，难
以提高与他人、社会、政治的关联度。与此相反，
中国的“业”包含着人生价值的实现、生命意义的
彰显、社会关联的巩固和情感纽带的缔结。并且，
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赋予了业民的平等

性。这在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已经初现端倪。妇女的解放、追求平等的工资制
度等等，都在塑造一种释放着平等精神的业民社

会。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业民社会沿
着丰富多彩的演进路径，演绎着波澜壮阔的生命

能量。每个人可以成为家业的奋斗者，事业的改
革者，产业的创造者，房业的购买者，学业的追求

者。这是中国业民社会最大魅力之所在。因为它
使每一个人找到了发扬生命价值的渠道和空间。

八、结论

业民社会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中国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为什么没

有导致社会向西方式公民社会的转型。用哲学化
的语言来说，中国社会转型的成功为什么表现为

向西方公民社会转型的不成功? 这是很多人困惑

不解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中国不存在西方公民
社会赖以存在的政治基因和文化基因，也没有与

西方公民社会相匹配的制度设计。基于此，我们
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政治理解社会”的命题。
生活政治是贯穿中国社会转型的轴线。生活政治
赋予了中国人生命价值的投放空间。在生活政治
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业民社会是要依靠各种政治性

要素支撑的。有机政治切断了利益分化的公民社
会对政治的阉割，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这是对

“把差别保留在市民社会中”的排斥与拒绝。人
口政治决定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社会主义制

度安排。家国政治直接导致了对国家与社会结构
性二元分化、二元对立的超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表现为一种有机联结和相互渗透。本文的整个逻
辑线路和逻辑体系可以通过如下图示得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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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有机政治、人口政治、家国政治、生
活政治这四重政治属性，我们提出了揭示中国人

生命价值、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联程度以及人在
政治—社会体系中定位的“业民社会”理论。我
们试图通过“业民社会”这一重要范式，为世界理
解中国社会提供一种启迪。业民社会不是从宏观
上、整体上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而是针对人在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价值、意义、使命与归宿
的分析。这不是福柯式的冷漠的、无情的“生命
政治”，而是中国文化中富有积极意义的“生命政
治”。正是从业民社会这一范式出发，我们看到
了“人民城市”理念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城市不
再是单纯的逐利场所，也不是骄傲的增长机器，而

是展示社会主义精神和积极的人生价值的开放平

台和共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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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ise of Career-holder Society:
Understanding Society through Politics

Liu JianJun ＆ Jin Meilai

Abstract: How to understand Chinese society? This is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political anal-
ysis between home and abroad．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deeply hidden in the
mechanism of Chinese society． The coherent structure of orderliness -ethics-mechanism presents rare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which does not lose its root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bursts out
strong vitalit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train of thought that understanding society through poli-
tics． China’s unique organic politics，population politics，life politics，and family-state politics pro-
vide us with important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inking coordinates for re-understanding Chinese
society． The above four orientations of politics have shaped China’s unique career-holder society．
The career-holder society identify individuals’position，responsibility，task and mission in the polit-
ical，economic，social and family space． “Career-holder society”，which contrasts with“civil socie-
ty”，i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China’s development． If“civil society”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kind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on the track of“natural human rights”，then“career-holder society”is
active actions to constantly release everyone’s life energy and society’s abundant resources on the
way of“Tiandao Chouqin”(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 Understanding society through
politics provides a path of political analysis at the knowledge level and an ideological resource for un-
derstanding the Chinese model and road at the value level． The concept of the“People’s City”in
China is born from this paradigm of“Career-holder Society”． The city is no longer a purely profit-
seeking place，nor a proud growth machine，but an open platform and shared space that displays so-
cialist spirit and positive life value．

Key words: career-holder society; organic politics; population politics; family-state politics;
lif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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